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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南郊区，有一个名叫“新镇”的地方。中

国核工业的“摇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坐

落于此。

在 中 国 核 工 业 领 域 ，这 是 个 富 有 历 史 感

的地方——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中，有7位曾在这里创建功勋；这里派生或援

建了十余个核科研和生产单位，被誉为“中国核科

学技术的发祥地”。

1956 年，在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召集下，作

为新中国培养出的核物理专业首届毕业生，王乃

彦加入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前身），先后参与我国多项核武器试验

中近区物理测试的任务，并于 1993 年当选为中

国科学院院士。从工作岗位退下来后，他选择在

离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工作区不远的家属区

居住。

10 月 28 日，记者一行如约来到了王乃彦家

中。他满脸笑容，双手合十，向记者问好。

虽然腿脚不便，但 89 岁的王乃彦头脑清

晰，仍保持着旺盛的科研生命力。家中的茶几

一 角 ，有 一 个 放 大 镜 和 一 本 翻 旧 的《数 学 手

册》，他每天要翻阅的研究资料铺满茶几。

“一闲下来心里就发慌。”王乃彦习惯拿着放

大镜阅读材料，包括用大号字体打印的国外文献

资料，因为“还想在激光物理领域再做点研究”。

“国家用最好的条件
培养了我们，不能辜负国家”

1952 年 ，王 乃 彦 考 入 北 京 大 学 物 理 系 。

1955 年，为了培养自己的核技术人才，新中国在

北京大学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原子能人才培养基

地——物理研究室（后改称北京大学技术物理

系）。因成绩出色，王乃彦被成功选入物理研究

室学习。

“其实那时候我对无线电电子学很感兴趣，

还买了很多专业书，本来打算一辈子都研究这个

了。”但王乃彦转念一想，原子能是新兴技术，国

家更加需要这方面人才，“个人兴趣还是要服从

国家需要。”

走上工作岗位后不久，王乃彦就被直接领

导钱三强安排了一项重要任务——参与建立

我国第一台实验重水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

谱仪，开展中子能谱学研究。

简单来说，即通过测量中子的飞行时间来研

究中子的截面、能谱等，并借此进一步获取有关

中子和物质相互作用的重要信息。

“这是当时世界上非常前沿的研究，即使在

欧美国家，他们也才刚刚发表文章。”王乃彦此前

并没有深入学习过有关内容，他和团队伙伴只能

硬着头皮往上冲，“边干边学，国家用最好的条件

培养了我们，不能辜负国家。”

在具体分工上，王乃彦和另一位搭档项志遴

负责建造反应堆 256 道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

后来，搭档离开，所有的重担都压到了他一个人

的肩上。

“我们从自己动手焊接开始，一点点摸索。

我的电子学基础就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凭着一

股啃硬骨头的劲头，王乃彦等人圆满完成中子飞

行时间谱仪研制，其获取的研究数据处于国际先

进水平。

王乃彦的努力得到了认可。钱三强决定推荐

他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没想

到，申请材料递交后不久便被退了回来。退信中

强调，中方应派出具有副博士学位以上的人员前

往。“我确实不是副博士，而且那时候还没学好俄

语，我认为并不是一定要去。”王乃彦对退信不以

为意，但钱三强仍然坚持。

于是，王乃彦的资料被再次递交。作为中国

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全权代表，钱三强坚

定地向对方表明：王乃彦就是具有副博士以上水

平的人。最终，王乃彦的申请获批。

1959 年 10 月，王乃彦来到大名鼎鼎的杜布

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一下子感到了压力。

“研究所的要求确实不是没有道理的，我的

领导弗兰克是诺贝尔奖得主，同事的水平也都很

高。”但王乃彦想起临行前钱三强的嘱托，下决心

一定要好好干，绝不能给中国人丢脸。

1960年底，钱三强去参加全权代表会议时，参

观了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中子物理实验室。实

验室主任弗兰克对王乃彦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

的肯定和赞扬。

1964年 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身在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王乃彦和其他中国

科学家收到这一消息后欢呼雀跃、奔走相告。

“大家都说，我们晚上包饺子！”时隔 60 余

年，王乃彦仍对当时情形记忆犹新。

不久，使馆打来电话：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

新闻纪录片送到了。王乃彦负责取回纪录片，邀

请部分关系要好的苏联专家一起观摩。他特别

留意了苏联专家的神态，“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心

里在想什么，但能感觉到，他们怀着一种很复杂

的心情。”

此时，王乃彦只有一个信念：早日学成，报效

祖国。

“能去西北比去苏联
还高兴”

由于中苏关系破裂，1965 年，在杜布纳工作

的所有中国科学家撤回国内。时任二机部九院

副院长朱光亚将王乃彦的名字圈了出来，让其前

往青海工作。

终于等来施展拳脚、报效祖国的机会，王乃

彦高兴得不得了，“能去西北比去苏联还高兴”。

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氢弹研制工作

正紧锣密鼓地展开。

来到海拔 3000 多米的青海金银滩，王乃彦

的主要任务是开展核试验近区物理测量，即通过

各类仪器设备，近距离收集核试验时的多项物理

数据，准确分析掌握核武器的性能、作用过程等。

1966 年 12 月，氢弹原理试验在罗布泊举

行。这是突破氢弹技术最重要的一次试验。

一声雷鸣般的爆炸声过后，一朵不同于原子弹

的蘑菇云翻滚着升起。初步数据显示，氢弹原理试

验成功。但为什么成功？爆炸当量为什么比原来

估计得大？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立足王乃彦团队

取回的数据。

爆炸结束、大部队兴高采烈地撤离后，测试

组现场留下 7个人，王乃彦是组长。他们的任务

是冲进爆心，将地下工号测量设备中的数据安全

取回。

跟随着防化兵和工兵，王乃彦和组员坐着吉

普车向距离爆心 500米的工号冲去。门前，含有

放射性的尘埃漫天飞扬，厚重的铁门被炸得变了

形。来不及多想，王乃彦和组员以最快的速度冲

进工号，在一片漆黑中，熟练地将底片装进铅罐，

然后原路返回。

当记者问他怕不怕辐射时，王乃彦笑呵呵地

摇头：“那时候想不了这么多，只想赶紧取回数

据，不然大家的工作都白做了。”

冲洗取回的底片，测试组分析获得大量宝贵

数据，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于敏等对此都感到

非常兴奋。分析结果验证了氢弹的工作原理，并

解析了实际爆炸当量大于估值的主要原因，这为

我国后来成功爆炸全当量氢弹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原子弹、氢弹相继成功爆炸，我国逐步

转入地下核试验。王乃彦和团队再次承担同样

的任务。

第二次地下核试验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是一次承上启下的关键试验。如果成功，

就意味着我国基本掌握地下核试验相关技术，也

将能够吸取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以来总结的经验

以及明确所要做的改进，反之则浪费了宝贵的试

验机会。

“那次大家士气特别高昂，像打仗一样，憋着

一口气要做好。”因为此前在准备工作中意外遭

受辐射，王乃彦未能获准参加此次地下核试验的

数据回收工作。

由于爆炸后辐射剂量太大，获准参加此次任

务的队员们也被防化兵拦着不让进。但他们坚

持一定要取回数据。

王乃彦紧急向指挥部请示，希望允许队员进

去。出于安全考虑，指挥部拒绝了他的请求。王

乃彦只能将命令原原本本地传达给队员，让他们

撤回去休息。

令王乃彦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有人跑来

报告，队员已经把数据取回来了。

“这肯定是违反纪律了，作业队书记当场警

告‘等着挨批’。”但王乃彦和同事顾不上这些，立

即将取回的底片进行冲洗分析，最终的结果令人

惊喜。

那一刻，队员们也如释重负。他们说：“结果

已经拿到了，什么处分都接受。”

讲到这，王乃彦情不自禁地竖起了大拇指，

骄傲地说：“我们的队员真是好样的。”

事后，张爱萍将军评价，这是一支“一不怕

苦、二不怕死，能打硬仗的队伍”。

从事核试验近区物理测量，少不了与辐射打

交道，但王乃彦想得很简单，“工作上有需要，有辐

射也要上。”

“要像爱护自己的孩子
一样去爱护这些青少年”

早 在 从 事 核 武 器 研 发 之 初 ，王 乃 彦 便 频

繁与钱三强、王淦昌、于敏等科学家打交道，

将他们称作“中国式”科学家。

记者问：“您是‘中国式’科学家吗？”

他连连摆手，笑着说：“我可不敢当，老前辈才

配得上。‘中国式’科学家，第一点就是要有强烈的

爱国情怀，我们出生在中国，应该热爱中国，祖国

都不爱，还爱什么？第二点是要精于业务，爱国不

是口头说说就行的。”

王乃彦一直以“中国式”科学家的标准要求

着自己。

核武器研制工作结束后，王乃彦先后从事高功

率脉冲、惯性约束聚变、强激光等领域研究，并作出

突出贡献。

到了应该退休的年纪，王乃彦反而更加忙

碌，他想抓紧时间为国家科技发展多做些事。

1998 年，时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的王乃

彦被推荐竞选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副理事长。

根据章程，副理事长两年后自动升任理事长。

因为上大学时学的是俄语，为了方便国际交

流，63岁的王乃彦重新拿起了英语课本。5点半

到 7 点是他固定的英语学习时间。此外，午饭

后、晚饭后的休息时间，也被他拿来练习英语。

王乃彦不满足于只背背单词，为了锻炼自己

的听力和口语能力，即使在休息时，也要打开电

台收听英语节目。“要达到能跟外宾随心所欲交

谈的水平，那才叫学会英语了。”他说。

同一时期，王乃彦还担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副主任。他格外关爱青年科研人员成长，曾在没有

事先打招呼的情况下，到青年科学家的实验室实地

考察，在其还没有产出成果时便坚定予以支持。

由于工作原因，年轻时王乃彦长期与女儿相

隔两地，女儿小时候甚至管他叫“叔叔”。退休

后，他将关爱给了更多青少年，尤其注重青少年

科学素质的培养和科普工作。

只要身体允许，王乃彦每年都要抽出许多时

间专心从事由科协组织的青少年科创比赛的评

选工作，“我做评委有一个标准，要像爱护自己的

孩子一样去爱护这些青少年。要鼓励他们大胆

创新，允许和宽容他们失败。”

“大手拉小手”“魅力之光全国中学生核电科

普 知 识 竞 赛 暨 夏 令 营 活 动 ”“ 明 天 小 小 科 学

家”……在许多大大小小的科普活动、科创竞赛

上，都能看到王乃彦的身影，许多青少年都认识

这个笑容和蔼的白发爷爷。

采访结束，已近日落时分。临走时，王乃

彦仍意犹未尽，再三强调：“中国的青少年非常

聪明，青少年工作太重要了，关键是要呵护他们

的好奇心、创造力，给孩子们充足的成长空间，

培养他们的兴趣。”说话间，他又露出了他标志

性的笑容。

王乃彦：以“中国式”科学家的标准要求自己


